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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治理的优化路径

曹荣刚 1,2

（1.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  海口   571100）

摘要：中国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刑事治理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面临“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概念认

定模糊、行为主体的责任界定不够清晰、类似罪名的区分度较低等多重难题。从明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

标准，规定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确立类似罪名的识别要素等不同维度，对中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刑事治理进

行了优化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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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path for criminal governance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oxic and harmful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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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chieved notable progress in criminal governance of toxic and harmful food production and sales, yet the country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ambiguous definitions of "toxic and harmful non-food ingredients", unclear delineation of responsible 

entities, and low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imilar offens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optimize and 

reconstruct its criminal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toxic and harmful food product production and sale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clarifying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for "toxic and harmful non-food ingredients", establishing criminal liabilities for responsible entities, and defining key 

distinguishing elements between similar off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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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运用刑法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进行刑事

治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

称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和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的规定，其

中，依照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的规

定处罚，事实上是针对生产、销售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适用最严厉的处罚规定，最高可以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然而，

近年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仍未能得到彻底遏制，如

2025 年“3·15”晚会曝光河北省青县的“瘦肉精”问题羊

肉，以及河南三家店镇的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店使用“回收

食品”等。从世界各国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刑事

治理制度建设及其实践推进现状来观察，尽管各国都在

努力构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但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

生，如 2025 年 3 月 11 日德国 DMK 乳业集团和富德塞兰乳

制品公司在不莱梅市紧急召回被嗜水气单胞菌和豚鼠气

单胞菌污染的“个别低脂牛奶”。因此，对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进行刑事治理已成为中国乃至国际性的共

同难题。

1　面临难题的多维表现

当前，中国已构建了以刑法为核心、以食品安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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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协同的食品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如刑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明确设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则从

食品生产经营、安全标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多个方

面与刑法形成有机衔接。同时，行政监管和行政处罚各

部门能够协同合作，加强对食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

的监管及处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公安机关积极介入，

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如打击“滥用食品

添加剂”和“非法添加比沙可啶及其系列衍生物”等专项

行动，对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1］。此外，司法适用方面，2022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范围如被法律、法规禁止在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犯罪构成及量刑

情节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认定、刑法第一百四

十四条“明知”的认定标准如没有合法有效的购货凭证且

不能提供或拒不提供销售的相关食品来源等，均对司法

实践作出进一步的明确指引。

1.1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概念认定模糊

1.1.1　“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禁止在生产、销售的食品

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并未对“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概念进行列举，解释第九条虽然对“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范围作出列举式规定，如“因危害

人体健康，被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

加、使用的物质”和“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

列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

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

的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清单》等名单上的物质”，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

因此，在面对迅速出现的新型物质时，司法机关很难迅速

准确判断其是否属于这一范畴。

1.1.2　部分物质在特定食品生产中的性质判定存在困

难　司法实践层面，部分物质在特定食品生产中的性质

判定存在困难，即个别物质在低剂量使用时可能符合食

品加工剂的要求，但在超量使用或者超范围使用时可能

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其在个案中性质的判断目前

尚未明确其适用的统一标准。

1.2　行为主体的责任界定不够清晰

1.2.1　行为主体的责任规定模糊　中国现行法律对“生

产者”和“销售者”的定义较为笼统，未能对食品产业链中

不同环节的主体责任进行明确的区分［2］。例如，在复杂的

食品加工生产流程中，“生产者”可能涵盖从原料初加工

到成品组装的多个企业，但法律未明确各环节生产者的

具体责任边界，当出现有毒有害食品问题时，各主体容易

出现相互推诿责任的问题。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和认证

机构，法律仅简单提及需承担相应责任，但未明确其出具

虚假报告、违规认证在刑事层面的具体认定标准与惩处

措施，导致实践中这些主体的违法成本较低，很难形成有

效约束。

1.2.2　行为主体协同的追责缺失　食品生产销售是多主

体协同的复杂过程，而当前法律缺乏对各主体间协同犯

罪行为的明确追责机制。原材料供应商与食品生产企业

合谋，明知原材料有毒有害仍用于生产，法律在认定两者

刑事责任时缺乏清晰指引。此外，对于跨区域、跨环节的

多主体犯罪行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司法实践中对责

任划分和法律适用存在差异，无法形成统一的追责标准，

使得部分违法主体逃脱刑事制裁，影响了对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打击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1.3　类似罪名的区分度较低

1.3.1　类似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够明确　刑法第一百四十

四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刑法第一百

四十三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等食品有关罪名在构成要件上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3］。

“有毒、有害”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界限难以明确界定，

对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中的“伪劣”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有毒有害”

的认定，实践中经常出现分歧［4］。在判断食品虚假标识行

为时，如果标识内容涉及食品安全风险，是适用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还是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由

于该类似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表述笼统，导致司法人员

难以准确判断行为性质，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1.3.2　法律适用规则缺失　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相关罪名时，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适

用指引。实践中，企业生产的食品既因为标签虚假标识

而可能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添加了非食品原料

而可能触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时应该按照

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现行法律并

没有予以明确规定。此外，对于不同罪名在量刑情节、处

罚标准上的差异缺乏详细的解释和对比说明，导致司法

人员在量刑时难以准确把握尺度，影响司法裁判的公正

性和权威性，也导致法律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行为的威慑力明显减弱。

2　破解对策

2.1　构建风险评估的制度体系

对于一些性质存在争议或在特定场景下使用的物

质，应当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体系。根据使用的物质的

化学结构、毒理学特性、在食品中的使用剂量、暴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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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素，整体评估其对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

据此作为判定是否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科

学依据。例如，针对某些新型食品包装材料中的成分可

能迁移到食品中的物质，可以依托风险评估来确定其是

否会导致食品产生毒害性。

2.2　规定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

2.2.1　区分责任主体的不同责任　在修订刑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时，可以对食品产业链各环节的责任主体进行精

准定义与责任划分，对此，可以借鉴美国《联邦食品、药品

和化妆品法案》对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各环节的

细致规范，针对“生产者”，按照原料初加工、半成品制作、

成品组装等不同环节，明确各阶段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

边界，要求企业建立如德国一样强大的详细生产记录制

度，利用区块链技术，从原料采购源头到产品销售终端，

每一个步骤、每一次流转都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信息留

存，确保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可以迅速追溯［5］。对于第三

方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参考日本对行业主体严格规范

的思路，制定专门的刑事法律条款，明确其出具虚假报

告、违规认证行为的刑事构成要件，设定报告数据造假比

例阈值、违规认证次数标准等量化指标。

2.2.2　建立分级责任制度　对于建立分级责任制度，可

以参照日本依据危害程度分级惩处的模式。根据主体

在食品生产销售中的作用和过错程度，确定不同层级的

刑事责任［6］。对于主要责任主体，如故意添加有毒有害

物质的食品生产企业，借鉴德国的重刑威慑理念，加重

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 10 年甚至更长期限的监禁，大幅

提高罚金数额，使其违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收益。对于次

要责任主体，如因疏忽导致原料不合格的供应商，在量

刑时综合考虑其过错程度与补救措施，参考日本轻微违

法者接受社区服务等处罚方式，除常规刑罚外，可要求

其参与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协助监管部门进行行业检查

等社会服务，确保切实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进而避免责

任认定的笼统化。

2.3　确立类似罪名的识别要素

2.3.1　制定罪名构成要件的量化标准　

（1） 建立详细的量化标准。对于建立详细的量化标

准，可以参考美国制定严格食品标准的做法，针对罪名构

成要件模糊不清的问题，立法机关需要及时联合食品科

学、医学等领域专家，借鉴美国对食品中农药残留、添加

剂使用等严格且量化的标准设定，对“有毒、有害”“不符

合安全标准”“伪劣”等关键概念进行科学界定。例如，明

确食品添加剂超标在不同倍数区间内对应的罪名属性：

当添加剂超标在合理范围倍数内，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一旦超标倍数达到可能对人体健

康产生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阈值，如参考日本对食品中有

害物质极为严苛的限量要求，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确定具

体数值，则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同时，对

食品中重金属、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含量，依据德国的严

谨检测体系制定不同危害程度对应的罪名界限，确保量

化标准科学合理和可操作。

（2） 制定食品虚假标识行为的罪名适用指引。针对

制定食品虚假标识行为的罪名适用指引，可以参考美国

对食品标签信息真实性的严格监管。如果虚假标识内容

直接涉及食品安全性，如虚假标注食品成分、保质期等，

可能导致消费者食用后存在健康风险的，则优先适用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如果虚假标识主要影响产品

质量评价，如夸大功效宣传，则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7］。此外，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权威解释，借鉴德国通

过发布案例来统一司法实践的做法，通过具体案例展示

不同罪名构成要件的实际应用，帮助司法人员准确理解

和把握，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同时，建立案例数据库，

方便司法人员随时查询比对，提升司法裁判的准确性和

一致性。

2.3.2　完善法律的适用规则　

（1） 明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同时触犯多

个相关罪名时的法律适用规则。为解决法律适用规则

缺失的问题，最高司法机关应尽快出台专门的司法解

释，借鉴美国多部门协同制定法律执行细则的经验，明

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相关罪名

时的法律适用规则。规定当行为同时符合多个罪名构

成要件时，按照想象竞合、牵连犯等刑法理论确定处罚

原则，并结合食品安全犯罪特点，细化择一重罪处罚的

具体标准。例如，综合考量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违法

所得数额、社会影响等因素，参考美国对食品犯罪量刑

时对各类因素的全面评估，制定清晰的量刑优先级顺

序［8］。对于危害程度的评估，引入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

意见，对食品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进行量化评估，为

量刑提供科学依据。

（2） 编制不同罪名量刑情节、处罚标准的对比手册。

参考日本对不同违法情节进行分级惩处的模式，详细列

举各罪名在不同犯罪情节下的量刑幅度和处罚方式，通

过定期组织司法人员培训、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对新出台

法律适用规则和量刑标准的学习与理解，提升司法人员

准确适用罪名和量刑的能力［9］。

3　结语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实施刑事治理，已经是

世界各国的共同认知及其实践难题，从中国来看，目前

仍面临“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概念认定模糊、行为

主体的责任界定不够清晰、类似罪名的区分度较低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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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难题。因此，可以从明确行为主体刑事责任等多重层

面进一步优化中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刑事治理

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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